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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省书画之印”新考∗

———兼谈“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的时代

赵　 　 晶

　 　 内容摘要:“都省书画之印”并非元代中书省或秘书监官印,应系明

初中书省官印,该印的使用时间不早于朱元璋即吴王位的至正二十四年

(1364),使用时间的下限为洪武十三年(1380),此后不再使用。 此印主

要钤于刻本书籍、法书墨迹、碑帖拓本及绘画册页。 钤于绘画册页是由于

册页的装帧形式与书籍相近,明初被归入典籍类。 该印很少见于绘画立

轴和手卷,若出现则该立轴或手卷大多真伪存疑或装裱形式经过改造。
“都省书画之印”往往与“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同时出现,后者应系明初礼

部书画库官印,使用时间的下限同样为洪武十三年。 两印的使用可能与

拨付相关典籍类藏品给大本堂或秘书监等机构有关。 “都省书画之印”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纪察司印”均为明初官印,在使用时间上存在一定

的重合期,随着中书省、礼部书画库、大本堂、秘书监的先后废止,相关典

籍归翰林院保管,法书名画则汇集到内府纪察司中,并在洪武十七年后为

司礼监所继承。
关键词:都省书画之印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司印 　 中书省 　 秘

书监

引言

元代宫廷的典籍书画收藏十分宏富,集中了宋、辽、西夏、金宫廷收藏

的精华。 但收藏目录并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一些零散的文献提及元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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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情况及部分作品。 今天的研究者在述及元代宫廷收藏时除了利用

文献记载外,主要通过典籍、书画上的元代官印来判断是否为元代宫廷

旧藏。
“天历之宝”“宣文阁宝” “宣文阁图书印” “奎章阁宝” “都省书画之

印”等通常被视作元代内府的收藏印,再加上元代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的

“皇姊图书”“皇姊珍玩”等印,构成了判断元代皇家及皇室成员收藏的主

　 图 1　 “都省书画之印”

　 选自克里夫兰博物馆藏

　 　 佚名《白梅翠禽图》

要依据。 上述印章中,“都省书画之印” (见

图 1)便是一方常用于判断元代皇家收藏的

重要印章,此印屡见于存世的元以前书画作

品以及宋元版图书上,约 3. 4 至 3. 5 厘米见

方,大致合元官尺一寸①。 “都省” 在唐宋时

期指统领六部的尚书省,元代废三省制,大多

数时候以中书省统领六部,故元代“都省”指

中书省。 所以,“都省书画”当指尚书省或中

书省所藏典籍书画,由于此印已见于元人鲜

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 (故宫博物院

藏)及元刻本《资治通鉴》(国家图书馆藏),故“都省书画之印”不可能为

唐、五代、宋尚书省所用,只能是元及元以后的官印。
至晚从清代中叶开始,“都省书画之印”已被视作元代官印。 黄易旧

藏《范式碑》拓本(今藏故宫博物院,藏品编号:新 00046690)上有翁方纲

乾隆四十九年(1784)跋云:“是碑褾册之首有‘都省书画之印’。 按,是印

为元内府鉴藏所用,则是本为宋拓无疑矣,特字有残失者,所以更少于洪

氏之本耳。”另有黄易乾隆五十四年跋,介绍得此拓本的经过并称:“此碑

有元内府‘都省书画之印’。”今天的不少学术著作或工具书在介绍此印

时亦沿袭清人的判断,将此印归入元代官印②。 20 世纪 70 年代,傅申进

一步指出都省为元代秘书监的顶头上司,钤有此印的作品“必与秘书监

有关”③。 此观点是目前主流的看法,并被写入相关教材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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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省书画之印”作为元代秘书监或其他元代官印的可疑之处

虽然目前学界通常将“都省书画之印”视为元代内府官印或秘书监

收藏印,但这一结论尚有若干疑点。
第一,元代秘书监并非中书省直接下属单位,以“都省书画之印”来

钤盖自身收藏颇为可疑。 元代中书省直接下辖的部门是六部,不包括秘

书监。 秘书监和大司农司、宣政院等都独立于中书省,是分管具体事务的

专设中央机构。 元代《秘书监志》中频繁提及都省,一是因为相关请求事

项涉及中书省下属机构的职权,如官职添设便关系到中书省下的吏部。
二是因为元代规定“诸内外大小事务并听中书省区处奏闻”①。 因此《秘

书监志》中出现大量和中书省有关的事项并不奇怪。
第二,存世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画作品之少与元代秘书监书画收

藏之多形成了强烈反差。 元代秘书监的书画收藏汇聚了宋、金内府书画的

精华,加上元代本朝的收集,数量十分宏富。 《秘书监志》谓:“本监所藏俱

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古书名画,不为少矣。”②至正二年(1342)统计,不
算书籍及碑刻拓本,秘书监有书画“二千单八轴”,其中“法书四百八十二

轴”(包括立轴 83,手卷 399),“名画一千五百五十六轴”(立轴 1155,手卷

371),另有“看册七帙”③。 但传世法书、名画中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除
去明显的伪迹,不到二十件,这其中除了少量法书外,基本集中于绘画册

页,这就与元代秘书监至少两千余件的书画收藏存在明显落差。 当然,这
在一定程度上与历经六百多年,绝大多数书画作品已散佚有关,不过与总

量相比,这个数字仍然过少。
由于元帝出逃仓促,明军攻入大都时元内府所藏基本保存完好,徐达

将元代秘书监所藏典籍、书画悉数运回南京。 洪武时期,内府所藏法书、名
画大都汇聚到纪察司,钤有明初“纪察司印”半印的存世法书、名画尚有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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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上①,虽然其中也存在有伪印的情况,但总数不下百件并无问题,如算

上见于文献著录的,数量就更多了。 元内府与明初洪武内府所藏有很大

的关联性,时间也十分接近,那么按常理而言不应出现钤有所谓元内府或

秘书监“都省书画之印”的作品远少于钤有洪武内府“纪察司印”的情况。
第三,存世的元以前书画,凡是明确记载曾收藏于元代秘书监的,没

有一件钤有“都省书画之印”。 元人王恽曾记录了一部分他所看到的元

代秘书监所藏书画,均系从杭州运到大都的原南宋内府藏品,共二百多

件②,据杨仁恺统计,其中法书 147 件,名画 81 件③。 这里面不少作品流

传至今,如孙过庭《书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怀素《自叙帖》 (台北故

宫博物院藏)、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波士顿美术馆藏)、黄庭坚《廉颇蔺

相如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卷》 (普林斯顿

大学博物馆藏)等,但这些曾由元秘书监收藏的书画却没有一件钤有“都

省书画之印”,这也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四,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实物,包括了刻本书籍、法书墨迹、碑

刻拓本、绘画册页,却没有一件绘画立轴,仅有的几件绘画手卷也大都存

在可疑之处(说详下文),这与元《秘书监志》记载秘书监书画收藏中包括

大量绘画立轴和绘画手卷的情形形成明显的反差。 前引《秘书监志》至

正二年的统计,绘画手卷和立轴为“一千五百五十六”件,其数量是法书

的三倍以上,册页装订成的“看册”仅有“七帙”。 那么,被认为与元代秘

书监收藏相关的“都省书画之印”竟然基本不钤盖于占藏品主要部分的

绘画立轴和手卷上,于情理不合。
第五,检索文献著录,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作品最晚有元末王蒙

的《松路仙岩图》,此图几无可能入藏元秘书监或元内府。 清人安岐《墨

缘汇观录》著录此图,谓:
绢本长方幅,高一尺一寸六分,阔八寸五分,淡着色山水。 此图

山重水复,松路幽深,其楼观、山村、渔舟、客艇皆具工细。 图左首题

“松路仙岩”四字,后书“黄鹤山人王蒙为唐卿制”,楷法甚工。 上半

钤朱文“都省书画之印”,后下角钤一朱文长条印,惟存边痕。 画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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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张则之”“季雅”二朱文印。 上藏经纸董文敏行楷题云:“此钤山

堂藏画也,余得之娄水周将军。 盖是山樵仿燕文贵笔,盈尺间有千岩

万壑,林木郁茂,楼阁缥缈,当命之《仙山图》。 其昌。”下押“董其昌”
白文印,后押白文“张孝思赏鉴印”“张则之”朱文印。①

此图与赵孟 东西洞庭二图、巨然《江山晚兴图》、范宽《江山萧寺图》等

在一册中,后入乾隆内府,《石渠宝笈》著录②。 目前册中仅有赵孟 东西

洞庭二图中的《洞庭东山图》尚存世,今藏上海博物馆,其他各图未见当

代著录或博物馆收藏,似已亡佚。 该册中巨然《江山晚兴图》和王蒙《松

路仙岩图》均钤有“都省书画之印”。 王蒙之图虽未见实物,真伪不能直

接判断,不过此图经清代鉴藏大家安岐收藏,并经《墨缘汇观录》著录,以
安氏鉴藏之精,其可靠性应有一定保障。 从著录的鉴藏印看,安岐应得之

于张孝思或其后人。 张孝思字则之,号懒逸,江苏丹徒人,是明末清初的

图 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贾师古《岩关古寺图》

著名收藏家,精于鉴赏。 其父

张觐宸,亦精鉴赏,与董其昌

关系密切,董其昌在万历四十

四年(1616)的“民抄董宦” 事

件中一度逃离松江避难,张家

是其暂居地之一。 此图应是

从董其昌处流转至张孝思或

张觐宸,再至安岐处。 另外,
《墨缘汇观录》 特别提到该图

下角“钤一朱文长条印,惟存

边痕”,此长条印应当就是与

“都省书画之印” 常常同时出

现的“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
此印通常出现在绘画册页中“都省书画之印”的正下方或对角下方,往往

半钤,仅留边条。 如存世贾师古《岩关古寺图》(见图 2)、佚名《白眉翠禽

图》(克里夫兰美术馆藏)等,该印的出现更增加了王蒙此图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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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生年虽然有 1298、1301、1308 等多种说法①,但无论按照哪一

说,入明时都已年过六旬,其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理论上六十岁之前的

作品还是存在被收入元代宫廷的可能,特别是其青壮年时期的作品,但实

际上这种可能性又可谓是微乎其微。 元末四大家真正获得全国性的影

响,并受到收藏界的普遍追捧是在明代中期以后,与吴门画派的兴起密不

可分。 在元代,他们与宫廷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也未得到社会上层的

普遍推崇,因此宫廷基本不可能主动去收藏当时江南下层官吏或在野文

人画家的作品。
具体到《松路仙岩图》,其被收入元代内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此图

是王蒙为“唐卿”而作,元人字“唐卿”者有两人相对知名,一是华祖立,系
职业画家,活动于元代中前期,相关记载极少,籍贯、生卒年均不明,泰定

三年(1326)作《玄门十子图》,今藏上海博物馆,是其唯一存世作品。 此

人与王蒙并无相关往来记载,主要活动时代亦有差距。 另一位是元末明

初文人余尧臣,余氏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万斯同《明史稿》、《明

史》中均有传,《列朝诗集小传》谓:
尧臣,字唐卿,永嘉人。 早以文学著。 客居会稽。 越镇帅院判迈

善卿、参政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荐剡交上,无意仕进,于越

之桐桂里治圃结茅,署曰“菜薖”。 已而,入吴,居北郭,与高启、张羽

为北郭十友,即所谓十才子也。 启《送唐肃序》曰:“余世居吴北郭,
同里交善者,惟王止仲一人。 十余年来,徐幼文自毗陵、高士敏自河

南、唐处敬自会稽、余唐卿自永嘉、张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
皆与余邻。 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羽《续怀友诗序》曰:“予在吴

城围中,与余唐卿诸君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留连诗酒。”吴亡之

后,与杨基、徐贲同被征谪濠。 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此见于高

启答诗者也。 曰司马,又曰左司,必东越镇将版授之职衔,而今不可

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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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元末曾为温州路儒学学录①,后入张士诚政权为左司,是以高启为核

心的苏州“北郭十友”诗人群体的成员,其墨迹见于朱德润《秀野轩图》卷

后题诗。 在张氏政权覆亡前的这几年中,王蒙曾在张士诚政权中担任长

史一职②,大约在苏州被围前不久才离开,与余尧臣可算同僚。 王蒙与元

末苏州地区的文人往来十分密切,参加过多次文人、官僚的雅集活动,不
少重要的作品均作于此时③。 “北郭十友”中,高启、徐贲、杨基、张雨、陈
则等人均有与王蒙来往的直接记载,他们也大多任职于张士诚政权中。
因此,《松路仙岩图》中的“唐卿”应是元末苏州“北郭十友”之一的余尧

臣,此图的创作时间当在至正末年张士诚政权覆灭前夕。
苏州城破后,余尧臣作为被俘的张氏政权人员先是被押送南京,后被

流徙至凤阳,遇赦后加入明政权,出任新郑县丞,洪武间官至浙江按察

使④。 考虑到苏州城破已是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第二年元朝覆

亡,余氏所藏的这件《松路仙岩图》基本可以排除进入元代内府的可能,
相反倒很可能是作为张氏政权谪戍官员的财产被籍没入朱元璋内府。

二、“都省书画之印”是明代中书省的官印

“都省书画之印”作为元代秘书监或元代中书省之印存在诸多疑点,
特别是此印出现在元末画家王蒙为元末明初文人余尧臣所绘画作上,故
该印应非元代秘书监或其他元代机构官印。 实际上,印文中的“都省”的

确是指中书省,但并非元代中书省,而是明初中书省,此印应是明初中书

省官印,使用该印的应当是明初中书省或其下辖机构,其使用时间的上限

不超过至正二十四年(1364),下限是洪武十三年(1380),之后不再使用。
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初一度设中书省,存在“都省”的建制。 明代中书省的前身

是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克集庆后设置的江南行中书省,随着攻占

区域的扩大,各地增设行省。 据《明太祖实录》,是年七月,“诸将奉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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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①。 十八年十二月又在婺

州设分省,并调中书省官员前往任职②,这个分省应当是江南行中书省的

分省③。 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即吴王位,建百司官署,设中书省左、右相

国④,当从此年开始将原江南行中书省正式升格为中书省⑤。 洪武元年

(1368)八月又在中书省下正式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⑥。 洪武十三

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中书省左、右丞相,中书省下

辖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此为中国政治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标志着宰相制度的终结。 不算江南行中书省阶段,明代中书省如从至

正二十四年起计算,共存续十六年,如仅从洪武元年计算,其存续亦有

十二年。
第二,明初也称中书省为“都省”。 如洪武元年颁行的《大明令》载:

“凡府州县长官到任,须要将交割前官应有户口田粮总数,先申上司,转
达都省,以凭考验。”⑦成书于洪武三年的《大明集礼》谓:“正旦、圣节,在
内省院台长官,进表称贺,在外行中书省亦然,其所属五品以上,第进所属

上司,类进都省。 各万户府进枢密院,廉访司进御史台,亦类进焉。”⑧“次

日至都督府参拜,都督府官坐府堂上,各卫官属戎服,盛陈兵仗,其陈设参

见仪如都省,及参见经历司如都省左右司之仪。”⑨

第三,明初中书省有管理画家及保管书画的职能。 至正二十四年,朱
元璋即吴王位,“命中书省绘塑功臣像于卞壸及蒋子文庙,以时遣官致

祭”。 另据《无声诗史》记载:“洪武中征画史集中书,令图往贤著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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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赵)原应对忤旨,见法。”①明初宫廷画家赵原即隶属中书省。
明代中书省的建制继承自元代,元中书省有专门的“架阁库”存放相

应图书或档案资料②,明初中书省当也存在类似的机构,用于保管画家的

创作以及统一战争中获取的典籍、书画等。 另外,明初中书省下辖的礼部

有专门的书画库,用于书画的保管。 礼部书画库建立的准确时间不明,但
其正式设置官职是在洪武八年二月,《明太祖实录》 载:“置书画库官一

人,正九品,隶礼部。”③

礼部书画库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中书省保管书画的仓库,洪武元年中

书省正式设置礼部后,书画保管职能当归属于礼部。 礼部书画库于洪武

十三年正月撤销,这与秘书监及中书省的废止在同一年,事见《明太祖实

录》洪武十三年正月癸丑条:“罢礼部备用库、书画库、凤阳行工部营造提

举分司、储用库、盐运司纲官、押运。”④

第四,从前述王蒙《松岩仙路图》看,此图在苏州城破后作为战利品

或抄家物资进入朱元璋西吴政权,随后成为明内府的收藏。 其上“都省

书画之印”中的“都省”应是指朱元璋政权的中书省,而非元中书省。
第五,从黄易旧藏《范式碑》拓本的钤印情况看,其上的“都省书画之

印”也更可能是明代官印。 《范式碑》拓本是黄易旧藏《汉魏五碑》之一,
黄易题此本云:

右庐江太守范式碑,与凉州刺史魏元丕碑共装一册,签题曰“汉碑

十”。 相国泰安赵公所藏。 乾隆癸卯夏,王古愚得于济南,割爱见贻,
装为二。 寄都门翁宫詹覃溪题跋。 乙巳五月,知胶州张荫堂从聂剑光

处得灵台、朱龟、谯敏三碑赠易。 晴窗展对,与范、魏二碑装池同出一

手,修短悉符,延津剑合,不胜狂喜。 因共为一函,题曰“汉魏五碑”。
案:元天历间幽州梁有九思奉敕历山东、河北拓金石文字三万通

汇进,类其副二百卷,题曰“文海英澜”。 此碑有元内府“都省书画之

印”“济南府印”,或即九思所进,未可知也。 唐李嗣真以此碑为蔡中

郎书。 吴念湖以郑氏《通志》所载一庐江太守范式碑,注云“蔡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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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一魏范式碑,注云“有碑阴,青龙三年”。 是范式实有汉魏两

碑,李嗣真所指乃蔡邕一碑也。 此碑洪《释》五百二十七字,拓本只

存三百四十八字。 原石久失。 崔墨云初得碑额片石,李铁桥继得断

碑,有碑阴,俱立于济宁学宫戟门下。 宋拓本校新出断碑多一百八十

余字,实海内希有之迹,亟双钩付梓,以公同好。 乾隆己酉十一月钱

唐黄易识于济宁官舍。①

此本有“都省书画之印”及“济南府印”,故黄氏疑此本为元代天历间由济

南地方通过柯九思进呈元内府。 其中的“济南府印”,宽边,印文为九叠

篆,其形制与多系窄边的宋金官印有明显区别,接近于元明时期官印。 但

将此印定为元印恐不妥,一方面,汉文官印通行于元代早期,中后期主要

用八思巴文官印。 另一方面,元代地方建制为四级,即行省、路、州(府)、
县,济南在元代为路一级建制,设总管府,长官为达鲁花赤和总管,元初赵

孟 即曾任济南路总管,在此期间创作了著名的《鹊华秋色图》。 济南路

的官印为八思巴文的“济南路总管府印”,元代三十三府中并无济南府,
故此“济南府印”应非元代所有,而系明代济南府官印,此拓本更可能是

明初济南府收集或捶拓后呈送中书省的。 由此来看,该拓本之年代是否

到宋亦存疑,不排除为元代或明初拓本。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碑》在南

宋洪适《隶释》著录时尚存 527 字,而此本仅存 348 字,其缺字超过三分之

一,前引翁方纲跋也注意到此本字数要少于洪适著录的字数,故除非洪氏

著录时找到了远早于南宋时期的唐代拓本,否则此本作为“宋拓”字数过

少,似损泐过甚。
第六,存世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古籍、绘画册页及法书墨迹中,绝

大多数同时钤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一印,显示出两印之间存在密切的

关联,应是同一时期所钤,而后者是明代官印。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通

常被认为是明初官印,笔者曾指出此印很可能就是明初礼部书画库的官

印②,那么“都省书画之印”应当也是同时期的明初官印,而非元印。 此

前,两方印章同时出现的现象往往被用来解释元明内府之间的递藏关系,
但这一解释存在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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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集中出现在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画或

书籍上,表明两印很可能是同时所钤,或至少也是由关系密切的机构在相

隔较短的时期内分别钤盖上去的,这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完成。 两个不同

朝代的不同机构基本上不存在互相“协作”的可能性,即明代内府或礼部

不可能从接收的大量元内府收藏中只挑选那些已经被元内府钤盖了“都

省书画之印”的作品再钤印。 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只能用二印同处于一

个时期,且钤印机构关系紧密来解释。
李万康曾统计存世典籍、书画中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一印的作

品,注意到此印与“都省书画之印”的关联性,认为“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和“都省书画之印”一样也是元代官印,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明代官印①。
不过,这一结论的成立至少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都省书画之印”被

确证是元代官印。 但正如本文所述,此点尚存疑。 二是需要将关防印的

出现至少上推至元代,而通常认为关防印自明代才出现。 李氏虽然对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作了较长篇幅的论证,但始终未能举出一件可靠

的明代以前关防印的实物。 不过他指出,清人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

记》、叶德辉《书林清话》都提到在宋本《王状元集诸家分类东坡先生诗

集》中钤有一枚“庆元路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印,并认为这表明元

代已经出现了关防印②。 因此,对这枚仅见于文献记载的所谓的元代关

防印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辨析。
此印中出现了“提学副使”的官职,考元代官制,司天监下有提学二

员,从九品,但此职属于京职,并不在地方上,也与教育无关。 另外,《元

史·许衡传》中提到金末元初的许衡曾被召为“京兆提学”③,同书《敬俨

传》提到敬铉在蒙古统治中原之初曾担任过“中都提学”④,《宋子贞传》
还提到李璮之乱后,元廷根据宋子贞的建议敕“州郡提学”课试诸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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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贡举①。 不过这些职务都出现在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前的大蒙古

国时期,南方尚未统一,且并不存在“副使”或“使”。 元朝建立后在各行

省设置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

呈进著述文字”②。 设有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 另外在

路、府、州、县学官有教授、学正、学录等,但并无“提学副使”一职,且正、
副提举也不设于路一级,其他元代史料中也未发现有“提学副使”一职。

“提学副使”是典型的明代官职,正统以后才出现。 明代地方上以按

察司副使或佥事提调学校,称提学副使或提学佥事。 起先该职并无关防

印信,正德十年(1515)后始颁给提学衙门关防、印信③。 李万康认为“庆

元路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系元印,应与此印中出现了元代才有的

“庆元路”建制有关,不过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为该印系元印,因为也存

在沿用古称乃至有意作伪的可能。 该印与《皕宋楼藏书志》卷二五、《善

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九以及《王文敏公遗集》卷五提到的“隆庆壬申夏提

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印十分接近,两印应存在一定联系④。 丁丙《善

本书室藏书志》载:
右《诗林广记》,只存后集,有“钤山堂图书印”,又有“隆庆壬申

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朱记。 按,《钤山堂书画记》隆庆戊辰

茂苑文嘉跋云:“嘉靖乙丑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机檄余往阅官籍严氏

书画,三阅月始毕事。”又,《天水冰山录》所记经史文集等书八十八

部,大率宋版明刻,不列细目,其应发各儒学收贮书籍计五千八百五

十二部套,此十卷当在其中者。 壬申为隆庆六年,上距嘉靖乙丑十七

年,晒理此书必归之儒学之后,故官为掌之。 《江西通志·按察司副使

表》隆庆间有邵公孟麟,滁州进士,殆即其人。 流传三百余年,展卷若

有余腥,而以之昭炯鉴,供品评,亦犹悦生堂书画钤有葫芦小印耳。⑤

丁丙认为“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可能是明代曾任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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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濂:《元史》卷一五九,第 3737 页。

 

宋濂:《元史》卷九一,第 2312 页。

 

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七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8 册,第 181 页。

 

李万康举出《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补编、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记载了此

印,但认为“这枚明代关防印有仿刻之嫌,真伪存疑” (李万康:《图像证据的证明、
诠释与甄别:“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考》,《形象史学》2018 年第 2 期,第 33 页)。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九,《续修四库全书》第 927 册,第 662 页。



按察司副使的邵孟麟之印。 邵孟麟,一作邵梦麟,嘉靖己未(1559)进士,
梦麟有兄为梦珠①,可知其名当为梦麟。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中有

邵梦麟小传:
邵梦麟,滁州人,七岁授书里塾,每至闵子、比干章,辄澘然流涕。

常书其座云:“士君子立身当忠孝廉介,庶不忝乎所生。”登嘉靖己未

进士,初授大理评事,扶继母柩归,舟沉枣林闸,涉水扶衬,几为所溺。
佥宪河南,清屯田数万顷,置两驿以苏民困。 参议浙江,剔蠧厘奸,贪
墨解绶。 倭寇温、处,亲督兵御之,生擒倭酋马打一等。 督学江右,加
意行检,文崇典雅,一切请托不行。 改山东参政,抵任七日而卒,囊槖

罄然,无以为殓。②

“督学江右”,即担任江西提学副使。 徐学谟《江西乡试录序》亦称之为

“提学副使邵梦麟”③。 《〔光绪〕江西通志》将邵氏任按察副使的时间放

在隆庆四年(1570)任副使的徐学谟之后④,说明他是此后到任的。 而据

《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四月,“调浙江布政使司参议邵梦麟于河南”⑤;
隆庆四年十二月,“升河南布政司左参议邵梦麟为浙江按察司副使,提调

学校”⑥,抱经楼本《明穆宗实录》此条作“升河南布政司左参议邵梦麟为

浙江提学副使”⑦。 可证邵氏任职江西必在隆庆五年之后,隆庆六年(壬

申)任江西提学副使前还曾任浙江提学副使,故“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

晒理书籍关防”确系邵梦麟之印。
明代以按察司副使、佥事分巡省内各道,邵氏虽有任职浙江提学副使

的经历,但明代浙江并无“庆元路”的建制,庆元路在明代称宁波府,属于

宁绍道,所谓的“庆元路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印混用元明制度,很
可能是清代书贾根据“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制作的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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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龚延明主编,毛晓阳点校:《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下,宁波出版社,
2016 年,第 257 页。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534 册,第 104 页。

 

徐学谟:《徐氏海隅集》文编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24 册,齐鲁书社,
1997 年,第 451 页。
曾国藩、

 

刘坤一等修、刘绎、赵之谦等纂:《〔光绪〕江西通志》卷十三《职官表》,《续

修四库全书》第 656 册,第 312 页。

 

《明穆宗实录》卷四四,隆庆四年四月乙巳,第 1104—1105 页。

 

《明穆宗实录》卷五二,隆庆四年十二月甲午,第 1291 页。
黄彰健:《明穆宗实录校勘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第 452 页。



印,而不是相反。 所以不能仅凭“庆元路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这一

方带有很大伪印嫌疑的孤例,就认为元代已出现了关防印。

三、“都省书画之印”的使用特点

从存世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籍、书画实物,以及文献记载的“都
省书画之印”的使用情况看,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都省书画之印”主要钤于书籍刻本、法书墨迹、碑帖拓本以及

绘画册页上,极少数绘画手卷或立轴上亦有此印,但多有疑问。 钤有“都

省书画之印”的书画、书籍实物以及见于文献记载的数量并不多,此前傅

申、李万康等多位学者均有统计,其中傅申统计了 11 件①,李万康又补充

了约 21 件②,结合笔者目验所得,目前统计到存世及见于著录的共有 32
件,其中部分书画作品系伪迹或真伪存疑,故其上所钤之“都省书画之

印”亦不真或存疑,详见下表 1:
表 1　 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画、书籍一览

序号 类别 名称 藏地或出处 备注

1 绘画·册页 北宋崔悫《杞实鹌鹑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2 绘画·册页 南宋萧照《秋山红树图》 辽宁省博物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3 绘画·册页
南宋贾师古

《岩关古寺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及“司印”

4 绘画·册页 南宋李迪《猎犬图》 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及“司印”

5 绘画·册页 南宋吴炳《竹雀图》 上海博物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6 绘画·册页 南宋马麟《春郊回雁图》 克利夫兰博物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及“司印”

7 绘画·册页
南宋李迪(传)
《古木竹石图》

波士顿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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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第 93—95 页。

 

李万康:《图像证据的证明、诠释与甄别:“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考》,《形象史学》
2018 年第 2 期,第 31、38、48、51 页。



续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藏地或出处 备注

8 绘画·册页 南宋佚名《渔乐图》 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9 绘画·册页 南宋佚名《白梅翠禽图》 克利夫兰博物馆

10 绘画·册页 南宋佚名《牡丹图》 私人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11 绘画·册页
元佚名(旧传唐曹元廊)

《山水图页》
弗利尔博物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12 绘画·册页
南宋刘松年

《天女散花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都省书画之印” 有

移配痕迹

13 绘画·册页 五代巨然《江山晚兴图》
《墨缘汇观》

卷四

原图已佚, 有 “ 礼部

评验书画关防”

14 绘画·册页
南宋刘松年

《风雨归庄图》
《式古堂书画

汇考》画卷三

原图已佚, 有 “ 礼部

评验书画关防”

15 绘画·册页 南宋马远《观泉图》
《式古堂书画

汇考》画卷三

原图已佚, 有 “ 礼部

评验书画关防”

16 绘画·册页 元王蒙《松路仙岩图》
《墨缘汇观》

卷四

原图已佚, 有 “ 礼部

评验书画关防”

17 绘画·手卷 唐周昉《麟趾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系明清人伪作,印
当为伪

18 绘画·手卷 北宋郭熙《关山晓行图》 故宫博物院
画不真, “ 都省书画

之印”疑伪

19 绘画·手卷 南宋佚名《揭钵图》 故宫博物院
“ 都 省 书 画 之 印 ”
存疑①

20 绘画·手卷 南宋谢元《折枝碧桃》 私人

“都省书画之印” 存

疑;有 “ 礼部评验书

画关防”,亦存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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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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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认为此图中的“都省书画之印”存疑,参见王中旭:《元代〈揭钵图〉的两种

类型与真伪考辨———基于佛画转型视野下的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 年第 6
期,第 86 页。

 

有研究者认为卷上的“礼部评验书画关防”有疑伪之嫌,参见李万康:《图像证据的

证明、诠释与甄别:“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考》,《形象史学》2018 年第 2 期,第 42—
43 页。 图上的“都省书画之印”是否可靠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续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藏地或出处 备注

21 绘画·手卷 元佚名《十八公图》 故宫博物院

系冯 子 振 《 十 八 公

赋》 书 法 手 卷 的 配

图,书法部分民国间

佚失,迄未发现①

22 绘画·手卷 元王振鹏《墨幻角抵图》
《江村销夏录》

卷一

原图已佚, 图、 印真

伪情况不明②

23 绘画·立轴 南宋林椿《十全报喜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系明人之作,“都省

书画之印”当为伪③

24
绘画·立轴

(双幅)
元李衎《墨竹图》

《江村销夏录》
卷二

原图已佚, 有 “ 礼部

评验书画关防”④

25 书法·手卷
元鲜于枢

《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
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及“司印”

26 书法·手卷
元赵孟 (传)

《临褚摹兰亭序卷》
私人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521

①

②

③

④

 

此图原系元代冯子振《十八公赋》前面的配图,冯赋原文长达五千余字,《墨缘汇观

录》著录时尚称“冯子振十八公赋曹知白补图卷”(安岐:《墨缘汇观录》卷三,《续修

四库全书》第 1067 册,第 308 页)。 此图另有元人赵岩、邓文原等题跋,并钤“皇姊

图书”印。 此卷后入清乾隆内府,溥仪携出宫后佚去了冯子振《十八公赋》及元人

题跋,仅留该配图。 徐邦达指出,图中的“曹知白画”系后添,根据冯赋,原作者当为

“方外卢生”,图中还应画有“驿亭沙塞荒寒寥落之状”,却不见于现存图中,故此图

可能并非卢画原物,但“皇姊”“都省”等元印俱真,颇难理解(徐邦达:《古书画伪讹

考辨》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61 页)。 此卷情况复杂,有待进一步研

究,如“都省书画之印”为真,由于画为冯赋的配图,有可能是作为书法类作品而不

是绘画手卷而钤“都省书画之印”的。 另外还存在一种可能,即该卷最初可能是采

用册页的装帧形式。
此图另有“皇姊图书”印,有冯子振、赵岩、袁桷、张圭、邓文原、柯九思等十余人题

跋,详参高士奇撰,邵彦校点:《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附)》卷一,辽宁教育出版

社,2000 年,第 47 页。

 

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第 95 页。

 

此图据著录为“双幅绢本,长四尺五寸,阔三尺一寸” (高士奇撰,邵彦校点:《江村

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附)》卷二,第 100 页)。 推测可能是两幅立轴,由于原图已佚,
图、印真伪情况不明。



续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藏地或出处 备注

27 书法·册页
元赵孟 (传)

《书前后赤壁赋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28 碑刻拓本 三国《范式碑》拓本 故宫博物院 有“济南府印”

29 书籍
南宋刻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国家图书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30 书籍 元刻本戴侗《六书故》
台北故宫

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31 书籍 元刻本《资治通鉴》 国家图书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32 书籍
元刻本《新编古今事

文类聚》
台北故宫

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

防”

从上表可见,除了书法手卷、碑刻拓本及古籍刻本外,绘画作品中钤有

“都省书画之印”的主要集中于绘画册页中,占到三分之二。 仅有六件绘

画手卷和两件绘画立轴钤有此印,不过这八件作品或已佚无法判断,或是

伪迹,或钤印存在一些问题。
为什么“都省书画之印”会呈现多见于书籍、法书碑帖和绘画册页,

而罕见于绘画卷轴这一特点呢? 笔者推测这应当与钤印机构选择的藏品

范围相关。 该机构的收藏以书籍、法书墨迹和碑刻拓本为主,绘画则以册

页为主,较少涉及立轴及手卷。 从这一特点看,并不符合元代秘书监的收

藏情况。 如“都省书画之印”所钤对象为元代秘书监藏品,就不应呈现占

其绘画藏品大多数的手卷和立轴反而罕见此印的现象。
第二,此印常伴随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一印。 从较可靠的同时钤

有“都省书画之印”和“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二印的绘画册页来看,“都省

书画之印”一般位于左上角或右上角,钤印时如左右上角均空白,那么通

常优先钤于右上角,如贾师古《岩关古寺图》 及马麟《春郊回雁图》 (见

图 3)。 当右上角有文字或画面遮挡时则钤于左上角,如李迪《猎犬图》
(见图 4)及佚名《白梅翠禽图》 (见图 5)。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通常位

于册页的下部,钤于左下角或右下角,在册页中均为半钤,有时与“都省

书画之印”呈现对角布置,有时又与其在同侧。 在上下方位上通常保持

处于“都省书画之印”的下方,符合礼部隶属于都省的层级关系。 与“都

省书画之印”优先钤于右上角不同,“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在左侧或右侧

621



似无特别优先的顺序。 存世作品中,《白梅翠禽图》左右下角均空白,此
印钤于右下角。 崔悫《杞实鹌鹑图》左右下角均有少许画面的遮挡,却钤

印于左下角。

图 3　 克里夫兰博物馆藏　 　 　 　 　 　 　 　 图 4　 故宫博物院藏　 　

马麟《春郊回雁图》 李迪《猎犬图》

图 5　 克里夫兰博物馆藏佚名《白梅翠禽图》

从存世的两件书法手卷赵孟 (传)《临褚摹兰亭序卷》(见图 6)、鲜
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 (见图 7)看,“都省书画之印”钤于卷首上

部,“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则钤于卷首下部。 在书法册页上,如赵孟

(传)《书前后赤壁赋册》(见图 8)“都省书画之印”钤于首开,“礼部评验

书画关防”则位于末开,这与二印在书籍中钤印体例完全相同,两者应该

是被归于同一类。 又如国家图书馆藏元魏天祐刻本《资治通鉴》 (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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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刻本戴侗《六书故》,也都是“都省书画之

印”位于该册首叶,“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在该册末叶。 既然已通过前后

秩序确定了中书省和礼部地位的高下,故钤于首开的“都省书画之印”无

需刻意钤于页面的上方,而是均位于下方空白处。

　 　 图 6　 私人藏赵孟 (传)　 　 　 　 　 图 7　 故宫博物院藏鲜于枢

《临褚摹兰亭序》
 

　 《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

图 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 (传)《书前后赤壁赋册》首开(右)

及末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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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省书画之印”钤印物品在明初官方机构

的流转情况

　 　 “都省书画之印”往往与“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同时使用,古籍、书画

上钤有二印可能与明初所设立的大本堂或秘书监有关。 明初设大本堂,
“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

伴读”①,设立时间不晚于洪武元年十一月。 由于需要调拨中书省所藏图

书到大本堂,在挑选过程中存在钤此二印的可能。
明初承元制,亦设秘书监。 明代秘书监设于洪武三年三月,秩正六

品②,包括监令一人,监丞二人,直长二人,职掌内府书籍,即“秘书”③。
除保管书籍外,秘书监还有刊刻书籍的职能,洪武三年十二月,《大明志》
修成,即“命送秘书监锓梓颁行”④。 除了保管和刊刻书籍,秘书监也收藏

有历代法书名帖,宋濂《题霜寒帖后》记载:
濂授经青宫时,皇太子欲学书,召秘书丞陶宗儒至殿下,下教曰:

“晋人法书,选真迹之佳者以进。”宗儒奉教而退。 于是用彩龙黄帕

裹二十轴来上……其一乃献之《鹅群帖》,却绝佳……濂请留《鹅群

帖》,而以其余还宗儒。⑤

太子朱标学习书法时由秘书监官员提供晋人法书墨迹,可知明代秘书监

除了收藏书籍外也收藏历代书法作品。 因宋濂的建议,《鹅群帖》留在大

本堂,明初苏伯衡在《跋保母帖卷后》谓:“今大本堂有《鹅群帖》,大令真

迹也。”⑥秘书监于洪武十三年七月被撤销,共存续十年,撤销原因是其职

掌与翰林院重叠。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七月癸巳载:“吏部言,旧制

秘书监令一人,丞二人,直长二人,以掌秘书。 今内府书籍已有翰林院典

籍掌之,其秘书监令、丞诚为虚设,宜罢。 从之。”⑦秘书监撤销后,其所藏

92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第 665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洪武三年三月庚子,第 978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十三年七月癸巳,第 2101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辛酉,第 1149 页。

 

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 卷三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第 794
页。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四部丛刊》第 1535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叶
二十。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第 2101 页。



内府书籍应归翰林院保管。
从上述明初史料可知,明初秘书监主要职能即收藏“秘书”,同时也

刻印书籍。 “书”是就其广义而言,包括了版刻书籍和书法墨迹,但未见

有收藏绘画手卷及立轴的记载,这与存世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实物情

况比较接近。 碑刻拓本与法书性质相近,应当也属于明初秘书监的保管

范围。
除了刻本书籍、法书、碑帖,“都省书画之印”还出现在绘画册页上,

绘画册页从装帧形式看与书籍相似,可以翻阅,故元代《秘书监志》称绘

画册页为“看册”。 因此,绘画册页在明初很可能一度与法书墨迹、碑刻

拓本等同被归入典籍类,亦由秘书监收藏。 在钤印体例上,书法册页采用

和刻本书籍完全相同的体例,也可看出册页与刻本形制上的近似性。 现

存极个别绘画手卷上也出现了“都省书画之印”,如印是可靠的,则该手

卷很有可能是由册页改装而来。 宋濂洪武九年时曾提到,东宫所藏图书

中有赵孟 所画《豳风图》,前有赵书《诗经·七月》之诗,原系“方帙”,太
子朱标“恐其开阖之繁,当中折处丹青易致损坏,命良工装褫作卷轴,以
传悠久”①。 如赵孟 《豳风图册》原先系作为图书移交大本堂,并钤“都

省书画之印”,改为手卷后就会呈现作为绘画手卷而钤有“都省书画之

印”的面貌,这也能解释为何绘画手卷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数量极其

稀少。

五、结语

明初洪武内府保管书画的机构,现在比较明确可知的是宦官机构纪

察司(亦称典礼纪察司)及其继承者司礼监,存世的元以前书画仍有不下

百件钤有“纪察司印”。 不过,明初宦官机构的建立及发展完善有一个过

程,纪察司并非最初就设立的宦官机构,设置目的也并非为了收藏书画。
明代建立之初,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干政的现象,一度认为内侍宦官的职

能应仅限于“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②,书画收藏、书籍刊刻、宫廷

画家管理等后来归入宦官机构的职能起先均由其他机构行使。
在明政权创建过程中,最初获取的典籍、书画类物品应由较早成立的

江南行中书省或中书省保管,存放于中书省架阁库之类的机构。 洪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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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书省正式分设六部后,典籍、书画当划归礼部书画库,同年部分书籍

调拨大本堂。 洪武三年三月,随着秘书监成立,原中书省礼部保管的书

籍、法书、碑帖、绘画册页当又大量拨交给秘书监收藏。 洪武六年正月,朱
元璋选拔俊逸之士入禁中文华堂肄业,以宋濂为师,文华堂亦富藏书,且
其修业读书之职能与大本堂接近,“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①,很可

能接收了部分或全部大本堂的藏书②。 另外秘书监很可能又陆续调拨了

部分图书至文华堂,故当时“四库之书多藏文华堂”,文华堂之书由翰林

院官员负责管理③。
李万康曾推测“都省书画之印”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往往同时出现

与元代秘书监的收贮勘合制度有关,两印虽非元代官印,但这一观点仍有

启发性。 “都省书画之印”及“礼部评验书画关防”有可能是中书省和礼

部在拨交清点相关藏品给大本堂、秘书监、文华堂等机构的过程中所钤

盖。 洪武中期以后,内府宦官机构逐渐完善。 洪武七年,内正司设立,后
改名为纪察司、典礼纪察司,并赋予其书画收藏保管职能,一部分礼部书

画库藏品应当拨交给纪察司。 洪武十三年,随着中书省、秘书监、礼部书

画库的撤销,其所藏法书、名画等当转拨纪察司,并由洪武十七年成立的

司礼监所继承,大本堂及后来的文华堂、秘书监所藏书籍则皆归翰林院保

管。 永乐中,明成祖下令南京翰林院藏书每种选一部运送北京,元刻本

《资治通鉴》 《六书故》 等钤有“都省书画之印” 的图书应在此时来到北

京,并被正统时期编纂的《文渊阁书目》收录。

【作者简介】赵晶,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明史、中国艺

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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